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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公報》通過傳遞新聞產制隱性知識，幫助建構新聞採訪關係

網絡，帶動樹立新聞職業道德，不僅訓練出當行出色的報人，而且訓

育出對報館忠誠不渝的同人，從而實現報人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

化。新聞報館推行的充滿中國傳統倫理色彩的「傳幫帶」式的職業社會

化、組織社會化模式與新聞院校高等專業教育式的職業社會化、組織

社會化模式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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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case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how the newspaper Ta Kung Pao 

achieved the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journalists by 

spreading tacit knowledge, building networks, and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journalism. In the case study of Ta Kung Pao, the mentoring mode 

“chuan, bang, and dai” reflects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This pattern has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the efficiency and the effects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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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ght in contemporary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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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還遠處於幼稚的時代」（張君良，1935），當

時「考我國各地報紙所用人員，來自新聞學校者，不足百分之一。」（趙

君豪，1938：200）因此，在推進記者職業社會化過程中，一些著名新

聞報館發揮的作用不亞於那些知名的新聞院校。正如，民國知名報人

金雄白形容他初進《時報》工作，「正像梨園子弟的進入科班」（金雄白，
1988：124）；于友說起他工作過的《立報》，則滿懷敬意和感激地稱之

為「我的大學」（于友，2002：220–223）；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鄒韜奮甚至認為新聞報館給予他的教益遠高於新聞院校，「我在時事新

報館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義的『練習』的時期。我常覺得我的

這一年的『練習』，比進甚麼大學的新聞科都來得切實，來得更有益

處。」（鄒韜奮，2004：184–185）

新記《大公報》（以下簡稱《大公報》）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報紙，而

負責報館人事工作的總經理胡政之，一般情況下「從不錄用那些已經成

名的人，認為這種人很可能耍一陣就走，於事業無補。他看中的是可

以培養造就的新秀，給予充分的機會在實踐中鍛煉成長。」（詹若文，
1990）但胡政之又深刻地意識到培養優秀的新聞記者是極其困難的，他

指出，「俗話說，三年可以出個狀元，而不能出一個唱戲的叫天（著名

京劇演員—引者註）。我說十年可以出個叫天，而不能出一個好的

新聞記者。」（1943a）這表明《大公報》從1926年續刊，迅速異軍突起，

在成長為民國最著聲譽報紙的過程中形成了頗具特色且極富成效的「傳

幫帶」制度和實踐（曹世瑛，1991），在推動民國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方

面做出了卓爾不群的突出貢獻。恰如《大公報》出身的著名報人徐鑄成

說：「在培養新聞界人才方面，《大公報》可以說是一個『科班』。解放以

前，從這個『科班』出身的，該不下於『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罷。」

（2009a：105）本文主要研究《大公報》的「傳幫帶」制度和實踐，試圖通

過深描一個典型個案，藉此由點帶面地描述和勾勒出民國報人職業社

會化以及組織社會化的深刻內涵、豐富情形及其顯著特徵。

近三十多年來，《大公報》可能是民國時期被研究最多的報紙，研

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蔚為大觀。1其中，《大公報》的職業社會化以及

組織社會化亦是論者最熱衷探討的話題之一。然以往關於此話題的論

述多重在記錄時人所作所為的具體史實，而罕有描寫時人所作所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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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深蘊的認知情境、情感價值和意念態度。為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

借取當代史家羅志田先生提倡的「見之於行事」的研究策略，「即不僅寫

實，亦兼寫意，在史事重建的同時，更從情緒和心態視角頡取時人關

注的重點，特別是那些帶有傾向性而又往往為我們既存史學言說所忽

略的面相，試呈現史事神韻之一二。」（2006：20）另則，以往相關研

究，偏好取籍西方理論剪裁民國史事，這導致時常會出現楊國樞教授

所批評的那種尷尬境地，「西化的社會科學，常以盲目而不加批判的方

式照抄、照搬、照套西方的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難以完整、深

入、細緻而有效地瞭解所研究之當地人與當地社會的各種現象與問

題。」為此，本文借鑒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研究取向，主要從當事人，並

參以「重要關係人」（significant others）（李金銓，2013），他們自己講述

如何培養和成為「大公報人」的故事中提煉出其核心概念「傳幫帶」，並

以此與西方相關職業社會化以及組織社會化理論相互闡發和互相發

明，2藉此以期更為妥帖地認識和闡釋《大公報》職業社會化以及組織社

會化的深刻內涵、豐富情形及其顯著特徵。

本文所謂的「傳幫帶」是，報館前輩報人在訓育後進新人時，繼承

發揚中國傳統「師徒制」言傳身教的訓練模式，融合儒家傳統「書院式」

優遊浸潤的教學方式，通過傳授新聞產制知識，協建新聞採訪網絡，

砥礪新聞職業道德，從而使報界新人逐漸積累起開展新聞工作所必需

的專業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道德資本藉此完成職業社會化，將其培

育為當行出色的報人。前輩與後進之間朝夕相處，情分自生，兼之技

藝相傳，道義相勉，使他們結成亦師亦友的深情厚誼，形成一個高度

倫理情誼化的組織。（梁漱溟，2011a：160–161）報界新人處此倫理情

誼化的組織之中，在良師益友知行情意的全面濡染浸潤之下，化育出

對報紙宗旨理念的深切認同，對報紙言論風格的自覺踐行，對報紙組

織團體的忠誠不渝，換言之，即逐漸樹立起對新聞組織的規範忠誠、

工具忠誠和情感忠誠，藉此實現報人的組織社會化。（鄭伯壎、姜定

宇，2008）講求知行情意全面訓育的「傳幫帶」制度，與以倫理情誼為本

原，以專業追求為目的報館組織相輔相成，相因相進，將職業社會化

與組織社會化貫通一氣，使報人在完成職業化的同時亦實現其組織社

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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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聞採寫既是界定記者職業屬性的專業知識基礎，又是決定記者

職業成就的核心專業技能，因此是「傳幫帶」的首要內容。天津《大公

報》報館起初是由採寫編評樣樣當行出色的何心冷來專門負責「傳、

幫、帶」招考進來的練習生（曹世瑛，1991）。1928年中學畢業考入《大

公報》做練習生的曹世瑛說，他「每天出去採訪消息，回到報館寫成報

導，交給何心冷。何心冷邊講評邊修改，然後加上標題送給本市新聞

編輯。」新聞採寫知識可分為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和隱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前者指新聞採寫的基本知識和一般規則，後者指報

人在經年累月的新聞實踐中摸索、創獲和積累下來的具有高度個性化

和創造性的新聞產制心得與訣竅。報人的採寫能力來自於其顯性和隱

性新聞採寫知識的相互促發和互相轉化，而在全面掌握顯性新聞採寫

知識的基礎上，別出心裁地發揮隱性新聞採寫知識是最終決定報人採

寫水準的關鍵（俞振華，2012：15–68）。何心冷在這裡不僅向曹世瑛講

授顯性新聞採寫知識，更為重要的是，何心冷通過講解、評析、修

改、潤飾，將自己在新聞編寫時，如何命題立意、謀篇佈局、遣詞造

句等深嵌在其獨特心智結構和具體操作情境中的內在的、隱晦的、抽

象的隱性新聞採寫知識，加以顯性化、清晰化、具象化，傳教給曹世

瑛。而曹世瑛在旁仔細觀摩、專心揣摩，然後勤加練習、反復實踐，

將何心冷講授的顯性知識與啟發的隱性知識內化為採訪心得，轉化為

寫作訣竅。恰如曹世瑛自己感到，這樣「通過講評批改，提高了寫作能

力，也學著怎樣當編輯。」（周雨，1991）正是在何心冷的悉心傳授、全

力幫助和熱忱帶領之下曹世瑛獲得長足進步，很快便能適應報館工作

環境，勝任新聞工作要求。與曹世瑛中學同學，並同期考入《大公報》

做練習生的孔昭愷（1991：7）也深懷感激地說「在這段時間裡，我受他

（何心冷—引者註）的教益頗多。」當然，「傳幫帶」新聞採寫知識，

特別是隱性新聞採寫知識，既需傳者誨人不倦，亦要受者學而不厭，

對傳授雙方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大公報》挑選用人都錄取那

些可以栽培的材料。如發現誰個不稱職，便斷然解聘。」（李純青，
199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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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從中學生中招考進來毫無新聞工作經驗的練習生，《大公報》

通常安排專人通過規範系統的「傳幫帶」方式全面傳授新聞採寫知識。

而對於初具新聞採寫知識的大學生，或已有相當新聞採寫能力的新同

人，報館則是針對個人稟賦和條件，採取個別性的、隨機性的「傳幫

帶」方式重點傳授隱性新聞採寫知識。北京師範大學的徐鑄成進入天津

《大公報》後，胡政之和張季鸞常向他講授採訪「關鍵在哪裡？哪些雖是

新發生的事，而不值得採訪？」當徐鑄成在社會新聞報導中暫露頭角之

後，胡政之和張季鸞立即讓他開始試跑政治新聞，畀以重任，予以歷

練，藉以培養。而與此同時張季鸞更是語重心長，「每次必詳細交代任

務，此行重點注意哪些方面，哪裡可能會發生甚麼變化，該找甚麼人

去瞭解真實情況。」徐鑄成說：「在胡、張的指引下，我心領神會，在

馮、閻合作反蔣以及兩廣組織反蔣政府時，曾採訪過不少內幕的『獨家

新聞』」，從此開始在報界聲名鵲起。而後，張季鸞又培養他如何寫評

論，徐鑄成回憶說，張總是孜孜不倦和他「談論寫評論的『要訣』」（徐

鑄成，2010a：96–98, 274）。胡政之、尤其是張季鸞將自己畢生淬煉積

澱的新聞採寫「關鍵」、新聞評論「要訣」等隱性新聞採寫知識，耳提面

命，悉相傳授給徐鑄成，徐氏不僅能夠立即心領神會，進而還能出神

入化地創造性運用，迅速成長為享譽大江南北的一代著名報人。如果

說《大公報》「不下於『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其所能賦予報人「燕

京」和「復旦」所不能傳授的，可能就是這種隱性新聞知識。所以，畢

業於北京大學的許君遠滿懷感激且充滿自豪地稱，「《大公報》是我的研

究院。」（許君遠，2010）

《大公報》「傳幫帶」雖然借鑒中國傳統「師徒制」的訓育模式，但是

摒棄了其形式呆板、內容僵化、條件苛刻的內在缺陷。因為與作坊商

號錄用的徒弟夥計素質不齊，品類混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是，《大公

報》聘用的記者無論學歷高低，多是天資聰慧可堪造就之才。這種報界

精英「總會因自信而自尊，不甘俯首貼耳，不願籠頭被勒得太緊，妨礙

放足奔馳；還難免有些桀驁不馴的『野性』。」（徐鑄成，2009b：85）為

此，報館在「傳幫帶」中又融合了儒家傳統「書院式」優遊浸潤的教學作

風。前輩報人注重言傳身教，以身垂範，後輩報人經由耳濡目染，逐

漸潛移默化。張季鸞和胡政之無論在緊張工作之中，還是消閒娛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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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常隨時隨地給予記者有形無形的傳授、幫扶、帶教。老同仁王芸

生深有體會地說，「每次見到季老（張季鸞—引者註），與他談話，

必能得到新的啟發。」（王芝琛，2001：39）而新同事李俠文領會到在胡

政之看似海闊天空的閒談中「每一段話都包含著經驗和啟示。」（2009）

同人們普遍深切體會到前輩教誨青年，提攜後進的熱切和苦心，「他在

談話裡恨不得把他所有的經驗都告訴你，希望你立即成為一個得力的

新聞記者。」（李俠文，2009）張、胡率先垂範在報館內宣導前輩後進、

行家新手之間「傳幫帶」的風氣，並逐步形成人人盡責，代代傳承的「傳

幫帶」的習慣。恰如李俠文所說，正是「這種愛護提攜青年的熱情，使

報館不斷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老同事曹谷冰、金誠夫、李子寬、王

芸生等一直是這樣在做的。」（2009）許多大公報人在多年後回憶起張季

鸞、胡政之以及其他同仁先進當年的栽培之情都仍然不勝感念。例

如，當時還是《大公報》滬、港館年輕編輯，後來成為著名報人和武俠

作家的查良鏞說：「我常常想起他（胡政之—引者註）那些似乎平淡

無奇其實卻意義精湛的話來」，「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輕的新聞

工作者生活與學習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1949）在同人中，

有如是感受和想法者，不勝縷列。

成為成功記者不僅需要在文化資本層面具備堅實深厚的新聞知

識，而且還需要在社會資本層面擁有練達豐厚的關係網絡，在倫理本

位的民國社會 (梁漱溟，2011b：82)，記者關係網的大小疏密決定著其

新聞網的規模效率（路鵬程，2012）。所以，胡政之常教導青年記者

說：「做外勤的人，首先須在社會上建立好多方面的聯繫。有了這種基

礎，不但新聞來源不竭，而且有時新聞還會自動送上門來。」（1943b）

對於因政治軍事新聞迅捷靈確而聲名鵲起的《大公報》，關係網絡尤為

重要。正如民國知名記者趙效沂所指出的，「採訪軍事政治要聞，與採

訪經濟、社會、教育微有不同，對於後者，手腳如果勤快，尚可由相

當收穫；前者不能靠『硬闖』。各方關係夠，知你甚深，有時你在家睡

覺，也會有人告訴你重大的消息。」（1972：159）年輕記者初涉人世，

人輕勢弱，憑一己微薄之力開闢關係網絡自然事倍功半，如能在人情

練達、人脈深厚的前輩報人悉心傳授，熱心幫助，盡心帶教之下建構

關係網絡必然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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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季鸞和胡政之早年留學日本時期，與民國各界領袖多為師友同

志，棄政業報後又廣肆交遊，天津《大公報》的客廳「常常是訪客接踵，

座客常滿」（徐鑄成，2010a：80），因而擁有通天入地的關係網絡。他

們都注重將自己的關係網絡引介、傳遞給年輕的記者們，以提高其採

寫績效，拓展其職業前景。中原大戰前夕，徐鑄成隻身入晉去採訪被

閻錫山軟禁的馮玉祥時，張季鸞立刻函請兩位參與閻馮機密的好友李

書城和劉治洲相與協助，為徐鑄成出色完成採訪任務助益良多（徐鑄

成，2010a：150）。抗日戰爭期間，《大公報》桂館採訪課主任張篷舟轉

赴成都辦事處主任時，胡政之馬上給四川省主席張群和地方名流劉咸

榮寫信「惠予教益」，為張蓬舟在四川打開工作局面奠定深厚的人脈基

礎（張蓬舟，1991）。解放戰爭時期，當國共和談的重心從南京轉移到

上海，王芸生親自把中共上海辦事處發言人陳家康介紹給滬館採訪課

記者周雨，以增強相關報導力量（周雨，1991）。《大公報》記者關係網

在人人傳遞中層層擴展，在代代傳承中步步開拓，最終使報紙的新聞

網以更為迅捷的速度，深入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空間，採集到更多更動

人的新聞故事。

《大公報》記者在民國波詭雲譎的政治態勢和細密嚴厲的新聞管制

中採訪內情，曝光黑幕，難免干犯時忌，開罪權要，遭致牢獄之災，

甚有性命之虞，但幸多有驚無險，即端賴報館同人借助其關係網絡，

或掩護轉移，或保護營救，最終化險為夷。1947年6月，方蒙等八名

報人及家屬在重慶被捕，各館同仁紛紛聲援。渝館經理王文彬四處奔

走，滬館編輯張蓬舟因與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交情頗深，代表總經理

胡政之給孫「寫了兩封信，打了三次電報，最後又打長途電話」要求放

人，經多方努力，被捕同人最終全部陸續獲救。方蒙終身銘記他獲釋

歸來時看到的那感人一幕，「我來到李子壩編輯部時，聽到爆竹聲聲，

看到同志們舉杯祝酒的深厚情誼，不禁熱淚盈眶，感激不已。」（1991）

此後不久，滬館記者唐振常又被「中統」特務抓去。時任總編輯的王芸

生得知後，立即打電話給市長吳國楨，千方百計迫使他出面交涉，將

唐振常放回（周雨，1991）。恰如胡政之所說，正是憑藉報館上下的人

脈資源和關係網絡，「別人得不到的自由，我們卻還相當地能夠享受與

運用。」（194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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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館前輩和同人利用自己的關係網絡，在消極方面保護年輕記者

免受諸種惡勢力的威脅迫害為其新聞工作克服不利環境，在積極方面

幫助年輕記者擴展社會資本為其新聞工作創造優勢條件。3這是《大公

報》記者成名快，且名記者輩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新人成為報人，需習得專業文化資本和積累職業社會資本，但

張季鸞指出，這些「都是做記者的工具，不是所以做記者的根本」。

（1932）「做記者的根本」，是新聞道德。真正的記者需要大公無私地將

其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傾注於為社會公共利益的服務之中，藉此建立

起其崇高的專業品性和高尚的職業德行。這也是新聞教育關鍵之所

在。正如民國知名新聞學者戈公振所說：「新聞學的主要目的，不是使

人學得實用的職業，是給他一種精神上的立腳點，指明他能夠站在應

該站的地方。」（戈公振，1929）

張季鸞、胡政之認為，當時大多商業報紙專鶩營利，只圖賺錢，

而一些政治報紙也囿於黨見，只為黨爭，都違背了報紙服務公眾利益

的職業道德。針對時弊，《大公報》甫一創辦，便提出「不黨、不賣、不

私、不盲」的辦報精神，崇尚獨立、公正的新聞職業道德。並且張季鸞

和胡政之不僅將「四不」精神標舉為報館的「最高言論方針」，而且也將

其確立為報館「同人對人對事的指導原則。」（胡政之，1943d）為此，

《大公報》在「傳幫帶」中不僅重視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的衣缽傳承，而

且特別強調新聞道德的薪火相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人曾敏之體

會深切地說，《大公報》是「以『四不』培養了人才」（曾敏之，2001）。

首先，記者明瞭「四不」精神是踐行「四不」原則的前提基礎。孔昭

愷說他初赴《大公報》北京辦事處做記者時，胡政之就「告誡不許拿外邊

的錢。」（孔昭愷，1991：41）1935年，尚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的范長

江，拜訪胡政之，提出採訪中國西北角的計劃，胡政之極為讚賞，立

刻禮聘其為特派通訊員，並語重心長地教導范長江，只要「不求利、不

貪名，誠實甘願做社會無名公僕，遲早是有成效的。」「一個新聞記者

最重要是個『誠』」。面對報館「四不」精神的殷殷教誨，孔昭愷拳拳服

膺，他說：「《大公報》的薰陶，它所標榜的『超然』態度漸漸鑽入我的

腦際。」（1991：50）而范長江則對胡政之的一席話，興奮不已，決心以

『誠』字為職業生涯的座右銘（方蒙，1989：104）。這不僅是孔、範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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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感受，其實代表了許多大公報人的共同體會。張季鸞和胡政之

始終重視向同人宣講和闡釋「四不」精神，特別是隨著《大公報》在抗戰

勝利後發展迅猛，數館並立，員工凡千數百人，胡政之益發強調在同

人中教導貫徹新聞道德，他在此三五年中組織同人開會座談灌輸「四

不」精神，僅留下記錄的就達十多次（胡玫，2009）。

其次，作為一種實踐性道德，報館巨頭尤為注重以儒家傳統的身

教原則（余英時，2005：421），即以身作則，不言而教來「傳幫帶」「四

不」精神。張季鸞、胡政之在身體力行「四不」精神上確實做得律己以

嚴，貫徹始終。政府高層對張季鸞、胡政之青眼有加，一再敦聘入

閣，但張、胡堅持議政而不從政。胡政之1946年被迫無奈參加「國民

大會」，亦只簽到，不參會，敷衍過之；《大公報》營業發達，獲利豐

厚，但張、胡堅決不謀私利，不置私產，悉數用來擴展事業。張季鸞

生前「不計較個人生活及家人生產，他始終過著負債的生活」（《大公

報》，1941），病逝之後，家無餘財，遺孀餘孤，生活無著。是報館同

人，感懷先賢，撫恤孤寡，供以生計。張季鸞、胡政之典範性地體現

了報人的職業理想和理想的報人品性，在報館中樹立起崇高的道德威

信。其人「實為同人所一致衷心崇敬」，其行「足資同人之觀摩奮勵」（德

真，1949）。大公報人還將其濡染浸潤的新聞道德經驗上升為一種普遍

的新聞道德教育原則，努力推而廣之到學界與業界之中。他們在新聞

教研的公開講座、學術座談、研討論文中都熱情地宣揚這種教育原

則。如1940年代初從《大公報》出來主持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蔣蔭恩，他

不僅指出，新聞道德教育「最重要者莫如教授之以身作則，使學生於耳

濡目染之餘，在不知不覺間已受其薰陶而潛移默化。」（1944）而且也在

教學中積極踐行這種原則。

再次，作為一種職業性道德，報館巨頭不僅身體力行「四不」精

神，而且著力創造激勵和保障踐行「四不」精神的工作環境。只要同人

的言論報導符合「四不」精神，有利民族和國家的進步，即使可能會給

報館帶來相當的風險和嚴重的威脅，張季鸞、胡政之等報紙負責人也

總是甘冒風險，大力支持同人篤守和實踐「四不」精神。1943年初《大

公報》刊登通訊《豫災實錄》，披露河南大旱，天災人禍，赤地千里，餓

殍遍野。即使賣妻賣女為娼為奴換不回四鬥糧食，人們在饑寒交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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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趨之若鶩。採寫這則新聞的記者張高峰說：「讓我感到的是，《大

公報》敢於把一個24歲年輕記者如此尖銳地披露災情、批評政府的報導

一字不改地刊登出來，不僅冒了相當的風險，更表明它作為一張有社

會責任感和廣泛影響力的大報的用人之道和獨特風格。」（張高峰，
2013）果然，張氏這篇尖銳報導加上王芸生犀利的評論，觸怒最高當

局，《大公報》遭致停刊三天的處罰。但報館毫不為忤，依然如故地支

持張高峰採寫出更多觸目驚心的軍政黑幕和社會悲劇。張高峰感慨萬

千地說：「我感到大公報是支援記者的工作的，不然我便失去在報導中

連續『闖禍』與國民黨對抗的勇氣。」（1991）范長江報導的有關中國共

產黨紅軍動向、西北邊區軍政建設，陳凡揭露的有關國民黨政府湘桂

潰退、廣州劫收等等，這些當局殫精竭力嚴密封殺的重大新聞，都是

報館在高揚「四不」精神的旗幟之下，頂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刊諸《大公

報》報端。報館年輕一代英勇無畏地傳承和踐行「四不」原則，也堅定

了張季鸞、胡政之等前輩堅持和闡揚「四不」精神的信心和決心，全館

上下全力以赴去追求和實現「理想中之新聞事業」（胡政之，1932）。

又次，「傳幫帶」不僅是有效的新聞道德教育方式，同時也是有力

的新聞道德監督機制。同人們密邇相處，坦誠相見，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這既使個體違反報館職業行為契約—職業道德時將面臨更大

的心理壓力產生更強的良心自責，而且也使個體置於報館同人「經常、

分散、點滴、防微杜漸」的監督之下，難以違反職業道德（趙心樹、陰

衛芝，2006）。正如胡政之對同人所要求的，「萬一有絕少數人不能體

會上述的信念（「四不」原則—引者註），而竟有自私自利營私害公之

行為，則全體同人，應共起糾正之」（1943d）。當然，在「傳幫帶」之外

報館還邀請社會各界監督同人職業操守（《大公報》，1935），並建立起

嚴厲的新聞道德懲戒機制「對於品行不端，有虧新聞記者操守，……一

經發現，就毫不留情的開除。」（詹若文，1990）

作為被胡適譽為「全國的輿論權威」和「中國最好的報紙」（1930），

《大公報》倡導的「四不」精神融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西方現代新聞理

念的精義（李金銓，2013：409），高度凝練地概括和表達了民國報人新

聞道德最高理想的共同追求和集體呼聲，因此對許多滿懷抱負和充滿

理想的青年報人原本就極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當時新聞院系朝氣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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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畢業生們都嚮往進《大公報》工作，兼之在報館巨頭的精神感召

和同人的相互砥礪之下，「四不」精神銘刻於許多大公報人之腦府胸

臆，深沉為其永不磨滅的職業操守和人格底色。老一輩報人楊曆樵深

切地感受到，在張、胡「精神感召和人格領導的力量」的激勵和薰陶之

下，「這種勇於犧牲和不畏艱苦的精神，多年來已浸漬在本報同人之

間。」（1949）後一代同人曾敏之也敏銳地觀察到，「這種樂業敬業的精

神，可以說陶冶了《大公報》全體同事形成強力的集體，也以『四不』培

養了人才」（1989）。

《大公報》憑藉頗具特色且極富成效的「傳幫帶」制度，通過傳遞隱

性知識，建構關係網絡，砥礪職業道德，成為民國時期推進記者職業

社會化的佼佼者，培養出大批出類拔萃報業人才，從而創獲了舉世矚

目的新聞功業。這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嘉許。正如與張季鸞，既合

作又競爭，且瑜亮一時，並稱「北張南陶」的《新聞報》著名報人陶菊隱

說，張季鸞「尤其對於革新版面，獎掖後進，頗有一套經驗。《大公報》

人才輩出是和他主持編輯部分不開的。」（陶菊隱，2005：162）中共領

導人周恩來也常說，「《大公報》培養了不少有用的新聞人才」（周雨，
1993：269）。

二

《大公報》通過「傳幫帶」實現報人職業社會化，培養出一批出類拔

萃的傑出記者，確實「不下於『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但《大公報》

畢竟不是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以培養報人職業社會化為根本目標。報

人職業社會化只是《大公報》實現報人組織社會化的必要條件，前者是

訓練做新聞當行出色的報人，後者是訓育對報館忠誠不渝的同人。

首先，「傳幫帶」蘊育出深厚的情感忠誠（鄭伯壎、姜定宇，2008）。

張季鸞、胡政之等前輩與後進朝夕相處，不僅技藝相傳，道義相勉，

而且情誼相慰，恩義相結，年輕一輩對前輩的道德文章和提攜關愛，

充滿崇敬之意與知遇之感，報館老中青三代人都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孔昭愷，1991：42）。同人們無論是當時身在報館談及《大公報》，還

是離開報館多年之後憶及《大公報》，都深情地把它當做「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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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鑄成，2009a：224–225）。以館為「家」，深刻反映出同人如家人骨

肉之相愛，對報館充滿真摯而深厚的情感忠誠。甚至即使此去經年，

暌隔千里，許多人依然魂牽夢繞著這個「家」。陳紀瀅六十多歲在臺

灣，「夢中所遇，還是這批人；眼前紙筆，似仍在編輯部中」（1972）。

揆諸當時實際，確亦洵非虛言。這種情感忠誠在工作中表現為，愛崗

敬業，烙盡職守，並且即使報館遭遇困境，亦能同舟共濟，齊克時

艱。特別是在困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大公報人的情感忠誠不僅受到嚴

峻考驗，並且在嚴峻考驗中錘煉得愈益深沉厚重。重慶《大公報》六遭

慘重轟炸，「館址被炸後，敵機猶在上空盤旋，員工同人不顧生死，冒

險搶救」，而在空襲日夜不息的「『疲勞轟炸』期間，員工同人日夜擠於

防空洞中，不得飽食，工作不輟」（曹谷冰、金誠夫，1991）。當時，張

季鸞已沉屙染身，每況愈下，常在好友康心如的別墅中修養，那裡本

有建築堅固、設施完備的防空洞，但每次躲空襲時，張季鸞都會來到

簡陋的《大公報》防空洞。同人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恰如高集所說，

這是因為「一個是《大公報》是大家的，他在最危險的情況下，不會離開

大家。二是《大公報》是獨立的民間事業，他平常可以在朋友家養病，

可以和官方人物打交道，但關鍵時刻，他一定要和事業同生死，共患

難。」（高集，2007）這一切，讓當時主持報館工作的王芸生感動不已，

他揮筆在社論中慷慨激昂地寫到，同仁們「那種忠勇精神，真令人感激

落淚。……血火中的奮鬥，最足鍛煉鋼鐵意志；危難中的友情，更表

現同胞愛的偉大。」（《大公報》，1939）恰如幾度與同人出生入死，始

終與報館生死與共的詹若文感懷深切地說，在《大公報》「每個人都把報

社工作和自己的事業結合在一起，全力以赴，蔚然成風」（1990）。

其次，「傳幫帶」化育出堅定的規範忠誠。張季鸞、胡政之等前輩

不僅在日常新聞工作中大公無私地培養提攜同人，而且當同人遭遇危

急困厄時更能大勇無畏地挺身而出保護營救。1947年，駐廣州記者陳

凡橫遭逮捕，胡政之「打電話給粵當局，願意自行來粵作質。要求先將

同事釋放。」（李俠文，1949）曾在《大公報》工作十多年的中共地下黨

員李純青數十年後還滿懷感激地說：「至今我還感謝胡政之先生，我寫

一篇過激的文章，國民黨當局很嚴重地追究責任，胡說，『他是我們的

人，文章在我們報紙刊載，一概由我負責。』事息之後，他一句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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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如此風格，乃能得幹部的信賴。」（2009：521）此類事例，不

勝枚舉。張、胡等前輩對後進平順時悉心以育，困厄時戮力以護，在

這種高度的利他主義精神和倫理主義作風的激勵下報館形成了濃厚的

規範忠誠，即同人們為報館、為工作，甘於承擔義務責任，樂於奉獻

付出。民國時期報人的職業流動率一般相對較快（路鵬程，2012），而

《大公報》的工資在報界僅屬中等水準，但多數報人卻能安之若素，服

務始終，即是以奉獻精神和義務責任為核心的規範忠誠使然。楊曆樵

說自己就是「因為受了政之先生的感召，所以後來雖然有幾次他就的機

會，可是我從未考慮到離開這個崗位。」（1949）在胡政之「傳幫帶」的

感化和召喚下，楊曆樵早已將規範忠誠內化為個人道德，從而能夠抵

禦世俗誘惑，篤守新聞理想，與報館相始終。其實，這也是《大公報》

人共同的精神信念和道德品格。正如李俠文指出，「許多同事大概有這

種經驗，就是外面常有人以較高的待遇和較好的名義找去工作，但極

少人願意離開，總覺得這個事業值得留戀」（2009）。現代新聞產品是高

度組織化和規範化的產物，需報館各個部門和各個崗位的報人緊密協

作和密切配合。而中國向來文人相輕，難與合作，易生嫌隙，當時「有

許多事業機構中，隨時都鬧所謂『人事』糾紛」（陳凡，1949），民國許

多報紙的衰落甚至倒閉即源於此。眾所周知，《大公報》的人，左中右

派畢集，「意見上的距離可能天差地別。」（朱啟平，1949）但「《大公報》

人事糾紛比較少，即使有也沒有嚴重爆發，以致危害這個事業。」（陳

凡，1949）即因同人們，素養高，總能彼此寬容；感情深，恆以對方為

念。從而在報館裡、工作中能夠暫時擱置政見分歧，超越意識形態的

對立，共同致力於追求新聞事業發展，最終使大公報社呈現出「各人都

能尊重個性，也就能夠發揮個性」的朝氣蓬勃局面（胡政之，1946）。

最後，「傳幫帶」培育出強固的工具忠誠。這首先集中體現為同人

生產出「一種文字典型」，即「大公報體」。（陳紀瀅，1974）張季鸞和胡

政之交誼三十年，同事十五年，朝夕相處，聲氣相求，所以「對世事論

點相同，文字技巧也多處相似。」（陳紀瀅，1974）而其他同人撰寫的時

評社論風格「『暗合』或近似（張、胡—引者注），而張、胡二人，又

並不最後過目或修改。」正如深得張季鸞評論真傳，並曾主持報館社論

工作的徐鑄成說，「這是因為，他們用耳濡目染的辦法，影響同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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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不自覺地跟著他們走。」（2010a：99）即使在新聞報導中亦是如

此。曾任滬館採訪課主任的周雨指出，「一般來說，採訪課記者能夠自

覺地服從大公報的辦報方針，『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保持自己

和報紙基本一致的立場。政治性新聞報導是這樣，一般社會新聞也都

能注意不流於庸俗和低級趣味。」（周雨，1991）即使著名的「左派」記

者范長江也感到在《大公報》，「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動盪

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寫的隱晦一些，並作一些小修改外，

差不多我願意寫甚麼，就寫甚麼，我怎麼寫，《大公報》就照我寫的原

文發表，從來沒有刪改過。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沈譜，
2001：1189）這不僅是報館管理組織文化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而且按

照美國新聞學者塔克曼的觀點來看這也是報紙實現新聞專業化的重要

表徵之一，「對於記者和編輯雙方來說，專業性則意味著遵循他們所屬

機構的報導風格和要求。」（2008：112）其次，工具忠誠還體現為記者

自主自覺地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道德與能力。這既是前輩報人在「傳

幫帶」中的殷切期望，如胡政之語重心長地說，「新同事要求進步和充

實，只有自己的努力，不能期待別人來推動。」（胡政之，1947）亦是後

輩記者在「傳幫帶」中的自覺追求，如曾敏之說，「經過他（胡政之—

引者註）的言傳身教，我體認了嚴師的深意，因此以後兢兢業業，力求

寸進，勤讀苦練，以期不愧於記者的本色。」（2001）同人們在「傳幫帶」

中浸潤的，在工作中貫徹的這種「自覺的主動精神」實則為人之生命本

性。按照著名學者梁漱溟的觀點來說，「生命本性可以說就是莫知其所

以然的無止境的向上奮進，不斷翻新。」（梁漱溟，2011c：35）所以，

同人李俠文感慨萬千地說，《大公報》「不但啟示了怎樣做新聞記者，更

重要的是教我們怎樣做人」（1949）。

三

「傳幫帶」是以「師徒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

化方式，其傳承職業理念與專業技巧時存在著標準的模糊性、授受的

體悟性、過程的封閉性，因此在運作時必然帶有高度的個人經驗性和

個體情景性，從而帶來不可避免的局限與不足。再則，在近代歐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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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衝擊激蕩之下，自由、民主、權利、階級等學說思潮迭興，特別

是在年輕一代知識份子中影響日深，這開始對準乎人倫情理，以倫理

本位文化為核心的「傳幫帶」形成嚴峻挑戰。

新聞業本是自主自律的職業，「傳幫帶」又強調技藝傳習的個體自

主性和道義相勉的個體自覺性，因而在此雙重作用下，對記者來說掌

握隱形知識，積累社會資本，樹立職業道德的關鍵還在於他本人的自

我學習、自我管理與自我創獲。特別是對於一些天資聰穎，又受過西

式精英教育的大學生來說，他們認為從自我學習與自我創獲中獲得的

經驗要高於報館在「傳幫帶」中所給予他們的教益。畢業於燕京大學新

聞學系的唐振常就指出，「常聽人言，大公報培養了不少人才。這個話

看怎麼說。……歸根到底，要靠自己努力。正如文章做法、編輯手冊

之無用，大公報是不會教一個新來者如何寫文章做編輯的。承認和重

視你的努力，這就不錯了。」（1991）同樣是來自燕京大學，且個性浩烈

的楊剛則更激烈地說道：「說大公報培養了我，我不承認。全靠我自己

努力。」（唐振常，1991）當然，唐振常也承認，「芸老（即王芸生—

引者註）這一代前輩，他們儘管往往是言之無心，你如果聽之有意，總

是能學到一些有用之物的。」（1996：359）

《大公報》兩大巨頭張季鸞和胡政之都傾注心血於「傳幫帶」中培養

後進，但新人們因機緣不同，與張、胡交往親疏不同，彼此之間的感

情亦具等第差別。更為複雜的是「在華人文化中，由於強調人際之間的

垂直關係，於是組織成員最為首要的效忠物件即為其直屬主管或最高

主管，爾後才能對組織本身效忠。」（鄭伯壎、姜定宇，2008；張文

強，2002）許多同人首先認同張、胡二氏，然後才認同報館，對張、胡

的個人忠誠高於對報館的組織忠誠。楊曆樵、李俠文等受到其他報館

和事業高薪延攬時，都是因感念胡政之「關愛備至」之情義而留在《大公

報》（楊曆樵，1949；李俠文，2009），而徐鑄成拒絕胡政之的挽留離開

《大公報》後，則「曾屢次自問，如果季鸞先生還健在，我能否下這個斷

然的決心呢？」（2009a：4）這就導致報館無形中形成張、胡兩派。1935

年蕭乾從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畢業來到天津《大公報》工作時便發現這種

情形，並且和一同新來的大學畢業生們對兩派人事活動均敬而遠之，

自稱「大學生派」。（蕭乾，2010：48）特別是自淞滬會戰以後，張、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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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一方，這種情況變得愈形突出。如深悉報館情形的徐鑄成所說，

「等到張季鸞先後領導漢口版及重慶版後，《大公報》顯然已變相分家

了。漢口、重慶館的經理和編輯主任，他（胡政之—引者註）認為都

是張的人。而香港館、桂林館由他直接創建、領導」（徐鑄成，2010a：
85）。當然，張胡兩派都服膺和堅守「四不」精神，雖有競爭，有摩擦，

並未產生威脅報館生存發展的尖銳衝突，但同人感到「畢竟有時對事業

發展不利」（杜文思，1991）。不久之後，隨著張季鸞的逝世，胡政之獨

掌大權，也就暫時緩解了這個尖銳的問題。但是，這種對立卻潛在地

綿延衍生下來，在第二代《大公報》領袖中，形成徐鑄成、王芸生兩雄

並立，各統一軍的格局，並且因為離亂暌隔、時代巨變以及種種孽緣

際會的刺激和強化，竟成互不能容的局面，這是導致徐鑄成徹底離開

《大公報》，另主《文匯報》的重要原因。4

《大公報》報館是高度倫理情誼化的組織，「傳幫帶」又是通過知、

情、意的全面陶冶和訓育來推動組織社會化，同人情誼在團結組織和

追求專業中居關鍵地位。儘管報館同人相處，「宛如家人兄弟」（胡政

之，1943c），但即使真的同胞手足也有孽緣際會，反目成仇的時候，

何況只是「宛若」家人兄弟。因此如果同人一旦情感生變就會極大地影

響其對報館的組織認同，而個人的情感又是相當微妙含糊，並且有時

又會變化莫測，這使組織認同難免遭受情理之外意料不到的威脅。
1937年8月，日軍侵入上海，《大公報》滬館拒絕接受日軍檢查，自動

閉館，遣散同人。對於一直視報為「家」的徐鑄成來說，失業對他造成

的經濟打擊遠沒有解雇對他形成的情感衝擊來得深刻而久遠。他對此

不僅一時難以釋懷，而且終身耿耿於懷。徐鑄成說，儘管「政之先生後

來雖竭力想彌補他這一失著，但這一傷痕終究是難以徹底平伏的。
1946年我終於最後辭別《大公報》，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2009a：
225）1938年戰地歸來的范長江，向張季鸞提出要做編輯，但其生性活

潑，初試一二，便難耐枯寂，斷然棄之，並因此一時「意氣用事」與張

季鸞發生「激烈爭吵」。在一個高度倫理情誼化的組織，情感禮俗是凝

聚和維繫其的基礎和核心，顯然「意氣用事」和「激烈爭吵」是對情感禮

俗的嚴重威脅和衝擊，因此兩人彼此不容，徹底決裂。范長江隨即脫

離曾對他大力提攜，使他大展身手，從而名滿天下的《大公報》（王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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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2001：62–67）。此舉於個人、於報館，甚至於中共利用《大公報》

開展抗戰統戰宣傳工作，皆非明智之舉，周恩來得知後惋惜不已。

《大公報》憑藉「傳幫帶」對記者進行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的訓

育，儘管從理論角度上講，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相輔相成，相因

相進，但在現實中，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有時也會遭遇到彼此對

立的矛盾狀況和尷尬情景。例如當職業理念與組織利益發生衝突之

時，記者應當捍衛崇高的職業理念還是忠誠於報館現實的利害關係，

特別是當記者既抱持堅定新聞理想又對報館飽含著情深意重之時，這

種矛盾則更為尖銳亦更難解決。1946年徐鑄成主持《大公報》滬版筆政

時，大膽揭露滄白堂事件、校場口事件等國民黨製造的系列暴力事

件，並旗幟鮮明地反對內戰，爭取民主，這引起國民黨當局強烈不

滿。胡政之充滿擔憂婉勸徐鑄成改變立場，「你的言論態度，似乎太激

烈些。要知道，我們報館有三百多職工，一旦把當局逼急了，把我們

的報封了，幾百職工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你想過沒有？」而徐鑄成忿

然反對，「我主持上海版的言論態度，並沒有越出民間報應守的範圍。」

正是這種職業理念與組織利益之間無法消解的矛盾衝突，加速了徐鑄

成脫離《大公報》的步伐（徐鑄成，2010b：110–113）。

「傳幫帶」的局限性在《大公報》追求報業集團化管理體系中有時變

得格外突出和刺目。抗戰勝利以後，《大公報》隨著事業的迅猛發展，

成為規模龐大，部門複雜，規章嚴明的報業集團，報紙日益嚴重的科

層制管理制度對充滿倫理情誼色彩「傳幫帶」慣習開始形成挑戰，而「傳

幫帶」的標準模糊性和交往情景性使得這一挑戰變得更為緊張和尖銳。

唐振常1946年夏進入《大公報》滬館，在新聞編輯「傳幫帶」下做助編新

聞的經歷曾使他備感沉悶壓抑。「我坐在他的旁邊，幾乎無所事事，他

只不過偶然從稿件堆中挑出幾條，叫我做個題目。多數情況是，他隨

便看看我編的稿件就放在一旁，不改不動，也不交給鄰座的編輯主

任。……我逐漸悟出了一條道理：大約交給我編發的稿件，本來就是

不準備刊用的，無非找點事給我做做而已。我不明白，這是否大公報

磨練新來者的通行辦法。這時想起了先我一年進重慶大公報的同學劉

克林的話。他說：他工作之初，編輯拿過他編的稿子，從來不看，隨

手扔入字紙簍。」（唐振常，1991）唐振常和劉克林的痛苦經歷反映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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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濃郁情義色彩的「傳幫帶」傳統在理性而冷漠的科層制衝擊下，其合

法性和有效性逐漸減弱。隨後幾年，政治局勢和社會環境的急遽變化

再沒有給《大公報》留下處理這對矛盾的時間和機會。

四

近代以還，處於從傳統到現代轉變中的中國仍然是以倫理為本位

的社會。（梁漱溟，2011b：77）倫理社會即以家族主義為中心將家族的

結構形態與運作規則、角色關係和倫理規範，類化、推廣、應用到社

會情景和職業組織之中（楊國樞、葉明華，2008：245–246）。《大公報》

即秉持家族主義實施倫理化的組織管理。正如張季鸞說，「我的思想，

是贊成維持中國的家族主義，但是要把它擴大起來。擴大對父母對子

弟的感情，愛大家的父母與子弟。」（1934：374）胡政之亦懷此念，他

常說：「本報是團體事業，同人相處，宛如家人兄弟」。（胡政之，
1943c）揆諸同人感受，確實如此。大家普遍感到，在報館裡「相處融

洽，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就似一個大家庭。」（黃克夫，2002）

而講求知行情意全面訓育的「傳幫帶」既是貫徹和實現《大公報》家

族主義倫理化組織管理的重要途徑，亦是反映其家族主義倫理化組織

管理的重要表徵。報人在「傳幫帶」中的關係成分約為三種：首先是報

館課以師徒各自職責義務所形成的規範性關係；其次為師徒在新聞知

行授受傳習與相互協作完成採編工作中構成的工具性關係；再次，因

師徒密邇相處、情意相投、日處日親形成的情感性關係。（楊中芳、彭

泗清，2008）其實，前輩報人是否能盡心盡力「傳幫帶」後輩記者無法按

照規範性關係來辦，只能准乎情感性關係而定：情義深，傾其所能，

盡相傳授，規範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都得以貫徹落實，且相得益彰；

情義淺，例行公事，甚至敷衍了事，規範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均無從

著落，變為一紙空文。記者通常都是憑藉經年累月的艱辛摸索和辛苦

經營後才逐漸積累起其獨特的隱性知識體系和深厚的社會關係網路，

他們正是藉此獲得相對他人的競爭優勢，在報界脫穎而出揚名立萬。

而將其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傳授給別人則會喪失競爭優勢，所謂「教會

徒弟，餓死師傅」，這種情況不是沒有。因此，從理性的角度來講，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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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和關係資源的擁有者一般具有壟斷意識和獨佔心理，不願傳授

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而從感性的角度來看，報館同事，朝夕相處，

情分自生，更兼張季鸞和胡政之大力推崇家族主義，以倫理關懷來統

攝凝聚同人，孕育葆養後進，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一些同人甚至

在同舟共濟中結下生死不渝之情，這使報館同人才樂於分享自己積累

的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並且同心協力追求和砥礪新聞道德。放眼民

國報界，儘管各家報館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的成效高低，各具

差等，不一而足，但它們普遍都是以倫理化的職業教育和組織管理理

念來推動其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

儘管民國仍是倫理為本位的社會，但在歐風美雨愈來愈烈的風吹

雨打之下，維繫倫理本位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開始動搖。而充滿倫

理化色彩，准乎人倫情理的「傳幫帶」，在倫理本位開始失序解體的社

會轉變之中，意欲維持其在團體組織中的順利運行，實際只有更多地

訴諸個人道德的自覺修養。從報館組織層面來講，在《大公報》、《晨

報》、《新民報》、《立報》等同人道德素養普遍較高的質報，即時人所謂

「進步報紙」（林語堂，2008：109），實施倫理化管理來推動職業社會化

與組織社會化則成效顯著，而在同人道德素養，以及報館的專業文化

資本、職業社會資本結構和水準參差不齊，甚至低劣不堪的量報、小

報則成效千差萬別。正如民國知名新聞工作者和教育家詹文滸當時對

這些報館「傳幫帶」訓育出來的記者所做的批評，「他們在過去未曾受過

適當的新聞教育，對於新聞事業，不存甚麼理想，亦不作甚麼抱負，

他們只在學徒或練習生時代，學得若干技巧，過去如何，現在照辦，

絕對不思與時代並進，他們的發展，無論在年齡上或教育上，都受了

限制。」（詹文滸，1994）

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在不同的時代、國家、地域呈

現出「極大的多樣性」，既有現今已呈席捲全球之勢的以美國為代表的

新聞專業高等教育模式，但亦有如日本一樣迄今為止主要是通過在職

培訓與師徒制度實現其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當然還有許多

介於兩者，或兼而有之的國家和地域，如東歐、中東、中北非等國家

和地區（沃爾–喬根森、哈尼奇，2004：46；Deuze，2006）。5民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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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中國新聞報館是通過倫理化的「傳幫帶」與新聞院校的專業高等教

育共同承擔起中國近代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的重要任

務，但兩者在構成和推動中國新聞教育和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過程

中，卻並非如許多時人或今人所認為的只是簡單的促進或對立關係，

而是存在著錯綜複雜的互動關聯。質報「傳幫帶」式的職業社會化、組

織社會化模式與新聞院校專業高等教育式的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

模式是相輔相成的。以《大公報》為例，其首先樂於聘請新聞院校的畢

業生，如該報僅來自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的知名記者就有趙恩源、蔣蔭

恩、蕭乾、朱啟平、黎秀石、劉克林、唐振常、譚文瑞等。《時事新

報》、《晨報》、《新民報》等其他民國知名質報亦是如此。正如1936年

時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梁士純就欣喜地看到，「在國內幾家頗有地

位的報館的編輯部內，在最近四五年來所加入他們的工作人員，大多

數是受過大學教育……大部分還是從新聞學校或學系所招來的」

（1936）。其次，《大公報》亦熱衷給新聞院校捐贈資金，舉辦講座，提

供實習，供給師資，盡己所能全力扶持新聞院校的發展（張詠、李金

銓，2008）。甚至張季鸞還與徐鑄成相約計畫在抗戰勝利之後，同去燕

京大學講學一年（徐鑄成，2009a：82）。雖然這因張氏身故而成遺願，

但1942年燕京大學在成都複校重建新聞學系時，即得力於胡政之和「季

鸞紀念獎學金保管委員會」捐贈的十萬元資金之助，《大公報》還派遣桂

館編輯主任、 燕大校友蔣蔭恩前往援教， 出任系主任（袁昶超，
1948）。而作為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在中國的翻版，燕京大學新聞學系

強調在經驗豐富的報人教授指導下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培

養新聞學子，具有強烈「師徒制」色彩（apprenticeship systems）（Reese & 

Cohen, 2000）。這與《大公報》的「傳幫帶」在培養理念和訓練方式上皆

有款曲相通之處，亦或異曲同工之妙。而當時中國著名的新聞院系，

如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中央政治學校都是亦步亦趨模仿「密蘇裡模

式」而建立發展起來的。（張詠、李金銓，2008）這種「強調動手做和職

業取向」的新聞院校專業高等教育模式與新聞報館的「傳幫帶」模式，前

後銜接，相續為進，前者為記者提供入職必備的基本素養，後者進步

增益記者職業發展所需的高級技藝，兩者通力合作共同促進中國近代

新聞記者的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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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時中國報界的普遍狀況卻並不如上述精英新聞報館和著

名新聞院系通力合作那樣樂觀和振奮。絕大多數量報、小報的「傳幫

帶」與新聞院校專業高等教育在記者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發展歷程

中常常呈現出令時人不勝憂慮的對立和衝突。這首先表現在他們普遍

認為，報館是最佳的新聞學校，斷無在報館以外習得新聞事業之理（郭

步陶，1935）。兼之，當時「許多新聞學科畢業的學生，因為沒有實現

機會，故其能力往往還不及沒受過訓練的老資格記者。」（張君良，
1934）因此，他們只願雇傭報館「傳幫帶」式的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

模式下訓練出的「熟手」，而不願聘任新聞院系的畢業生，以便「省卻麻

煩，不必從頭到尾，重新訓練」（詹文滸，1944）。其次，正如當時復旦

大學新聞系主任謝六逸所指出，「在報館主持人之心理……尤覺新聞學

校畢業之學生，希望過奢，志氣太高，患其調動不易；或恐其濫作高

論，提倡改良，影響營業。」（惜瑩，1935）當然，當時新聞院校亦參差

不齊，所造就的人才也深淺不一。「畢業出去的，少不了有些是粗製濫

造。」（郭步陶，1935）這更加強化了報館拒絕雇傭新聞院校畢業生的守

舊心態和保守做法。這種傳統與現代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模式的

緊張與衝突，使時人痛心疾首地感到，「這是中國報業的重大損失」（詹

文滸，1944）。

概而言之，民國時期以新聞報館「傳幫帶」為代表的傳統式、個體

化的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模式，與新聞院校推進的現代

化、制度化的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模式在極少數報人道德素養普

遍較高的質報中相輔相成，且相得益彰，而在絕大多數同人道德素養

和新聞專業程度均較低下的量報、小報中則充滿緊張，甚至對立衝

突。從1920年代末起，以戈公振為代表的民國報業有識之士一直在呼

籲新聞報館與新聞院校打破壁壘，通力合作（戈公振，1929），主要也

是針對後者而言，但直至1948年白寶善還是失望地看到，兩者之間存

在一道鴻溝（白寶善，1948）。這導致中國報界質報和量報、小報的報

人素養和職業水準嚴重分化並持續擴大，從而使民國新聞界的專業化

之路變得更為多歧而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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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僅以《大公報》為題名的論文就達千餘篇，此外關於《大公報》知名記者、
關鍵事件、重要報導的個案研究數量也相當可觀，而有關《大公報》的專
門著作亦有多部問世，其中不乏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力作。這些研究幾
乎涵蓋了《大公報》從傳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傳播效果到受者的所
有面向。

2 新聞傳播研究者頗為關注職業社會化理論和問題，源遠流長，積澱豐厚。
雖然新聞傳播研究者亦較為關注組織社會化問題，但卻很少著意發展經
年、成果豐碩的組織社會化理論，特別是在國內將組織社會化理論應用於
新聞組織的系統研究目前尚付闕如。有關組織社會化理論代表性的綜述研
究可參見Bauer, T. N., Morrison, E. W., & Callister, R. R. (1998).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Ferris G. R., 

Rowland K. M. (Ed.). Research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Greenwich (pp. 

149–214). CT: JAI Press; Fisher C. D. (1981). The multiple soci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 309–318.

3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甘斯在探討美國現代新聞業時也發現，專門負責某一條
線和領域的專線記者由於經年累月與消息來源朝夕相處，形成極其密切的
關係。「其結果是，記者陷入與消息來源之間各自負有責任義務的共生關
係之中」（赫伯特 ·甘斯，2009）。《甚麼在決定新聞：對CBS晚間新聞、
NBC夜間新聞、〈新聞週刊〉及〈時代〉週刊的研究》（石琳、李紅濤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66–167。在瑞典、丹麥、韓國、日本的研究
中，都發現了記者與消息來源存在著這種親密的「共生關係」。相關較為
詳盡的綜述研究參見，卡琳 ·沃爾–喬根森、湯瑪斯 ·哈尼奇（2014）。《當
代新聞學核心》（張小婭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56。只是在民國
時期，這種「共生關係」嵌入到中國傳統關係網之中，使記者與消息來源
在理性計算、情感聯繫和道德義務等人情倫理體系的三重力量制約下，形
成一種交往更密、交情更深、結交更牢固的高度責任義務關係網路。當
然，其產生的消極後果也更為嚴重。相關詳細討論可參見，路鵬程
（2012）。〈民國記者的關係網與新聞採集網〉。《國際新聞界》，第2期，頁

108–113。
4 這種現象在今天中國報界依然存在。相關討論可參見張文強（2002）。〈媒

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
《新聞學研究》，第73期，頁29–61。

5 今天許多中國研究者和從業者在感歎「傳幫帶」的逐漸消逝，同時也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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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呼籲新聞組織繼承發揚「傳幫帶」精神，重建光大「傳幫帶」制度。相關
討論可參見，樊娟（2005）。〈「傳幫帶」需要制度保證〉。《中國記者》，第
8期，頁94；童鐘鳴（2009）。〈今天更應提倡「傳幫帶」〉。《中國記者》，第
7期，頁18–19；等等。從全球範圍來看，也有研究者強調加強對類似「傳
幫帶」的新聞機構內部培訓的研究。正如比特 ·約瑟菲（Beate Josephi）所
指出的，「學習新聞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在這個行業就
職。因此，對於新聞教育的研究擴展，包括在高等教育之外接受的培訓，
比如在編輯部或在媒體業界，來描述塑造新聞的力量的完整畫面」（卡琳 ·

沃爾–喬根森、湯瑪斯 ·哈尼奇（2014）。《當代新聞學核心》（張小婭譯）。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56）。相關詳細討論還可參見，de Burgh, H. 

(Ed.). (2005). Making journalists: Diverse models global issues (p. 223),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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